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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妈乡”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另
一个称谓，那里有100多个“失母儿童”———据
8月9日《中国妇女报》报道，该乡在校“失母
学生”131人， 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
人。 驱使母亲出走的原因不仅仅是贫困，还
有家庭暴力、丈夫懒惰等。 而这些出走的妈
妈，不少都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

阅读“无妈乡”的故事，好像是在聆听一
个遥远的传说，但它却是真实发生的，而且就
在此时此刻。 当“妈妈”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
称呼， 成为一个地方孩子们的最大禁忌，当
“你妈妈不见了”成为当地孩子们最敏感的话
语，可以想象那样的童年该有多么不幸，那样
的成长该有多么欠缺， 那样的人生又将有多
么“营养不良”。 如果没有得力的“救赎”和改
变，“无妈乡”留给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未来？

当外界普遍将“无妈乡”想象为“母爱的
本能被贫困击溃”时，记者的实地走访为这
些出走的妈妈们正了名。 貌似无情无义的抛
夫弃子行为背后，隐藏着她们多少悲辛与不
幸，她们只是尝试着给自己不幸的人生做一
点改变，她们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坏女人”、
“坏妈妈”。 被人贩子拐卖到陌生而贫困的黄
荆乡， 嫁给一个好吃懒做毫无上进心的男
人，还要时时遭遇各种家庭暴力，这种地狱
般的日子没有不尽力挣脱的理由。

驱使母亲出走的， 肯定不仅仅是贫困；
该承担责任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 这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反过来想，黄荆乡那
些好吃懒做的男人，以及动不动就打老婆孩
子的粗鲁，又真的只是“坏男人”、“坏爸爸”
的问题吗？ 恐怕也不是。 最可怕的恐怕还是
一种贫困，是让习惯了贫困的人们完全失去
改变的希望，并且最终安于贫困。 “无妈乡”
那些丢了老婆的男人，似乎也是如此。 当好
吃懒做、暴打老婆成为群体性的现象，显然
还有值得深思的因素。

经济的贫困、教育的落后、眼界的缺失、希
望的破灭，凡此种种其实都可以用来解释那些
“坏男人”、“坏爸爸”的异常表现。 所以，“无妈
乡”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发展的悲剧。作为被
发展遗忘的贫穷角落，尝试对“无妈乡”进行各
种“归罪”，追问到底该怪“坏女人”还是“坏男
人”，其实都没有太多意义。 要改变现状，唯一
的出路就是改变贫困的面貌，要么从外面引入
“活水”，要么组织那里的男人“走出去”。

给予机会与自身勤劳，开阔眼界与重燃
斗志，往往是改变的开始。 扶贫绝不只是每
年给点钱，让他们可以借此活下去。 要让黄
荆乡的孩子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在治懒、
反家暴、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完善制度当然
重要，但是，当地贫困面貌如果迟迟不能改
变，人们依旧安于贫困而看不到出路，出走
的妈妈们很难再回来。

听证会有“戒备”：是开门纳谏的节奏吗

告别贫穷
才能告别“无妈乡”

□本报评论员 林 琳

相关组织者更应该端正对听证

会的态度和认识，听证会不是想开就
开、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而是有《价格
法》、《立法法》 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
作为依据；听证代表也好、媒体也罢，
都不是来挑刺儿的，而是共同致力于
相关决策的过程更公开透明，听证的
结果更科学、更让人信服。

河南郑州的一场水价调整听证会近日

成了新闻热点———据 8 月 9 日央广报道，

此次听证的两套方案中， 水价均有不小的涨
幅， 许多带着疑问赶往现场的记者被拒之门
外，原因是没有事先报名，且媒体名额已满。
而听证会现场门外，多名身着带“特勤”字样
制服的人员以及多名民警的“把守”让气氛紧
张、尴尬。郑州市物价局一官员事后接受采访
时“涨价是政府的一个工作职能”的表态更成
为舆论“槽点”。

客观而言，这场听证会之所以引起关注，
并非某个官员不合时宜的某句话， 而是它透
露出来的一些紧张氛围。比如，不少记者被拒
之门外。官方说法是，他们早就对听证会进行
了公告，旁听要报名。所以河南电视台新闻中
心等 10 多家媒体无法进入。 比如，听证会门
口那些足以把门完全封堵的保安和警察。 比
如，进入听证会现场采访的记者表示，媒体和
听证会代表进入会场有不同的通道， 媒体区

与代表区之间有桌子以及花盆等隔离物，记
者无法接触到听证会代表，现场使用录音设
备也一度受阻。

近年来国人对听证这项制度已不陌生。
对那些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
益的决定，应当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在

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
诸多领域，听证会的形式被广泛采用。 尽管
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不完美，听证
会成 “听涨会”、“涨价会” 的质疑声不绝于
耳， 但人们对其基本形式大体是知晓的，对
其基本认识也是明确的。

“听”， 倾听有关各方的主张、 意见；
“证”，表达主张要有证据支撑。 听证，既体现
了一种公平、 公正与公开透明的价值追求，
又反映出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中的决策理

性和民主。 可见，听证会本是一个广开言路、

集思广益的过程，应该尽可能展现出行政机
关开门纳谏、有容乃大的姿态，而不该是“秘
密”会，更不该“闭门造车”。

由是观之，郑州的此番水价调整听证会
开得让人有些费解———开门纳谏的事情怎

么就不能做得亮亮堂堂？ 公开听证为什么不
能大大方方地邀请媒体参加？ 涉及全市水价
且涨幅不小，难道不该让公众听到多方论证
的声音？ 媒体不是“洪水猛兽”，对相关重大
事项给予报道也是其工作职能之一，为什么
采访会受阻？

听证会，公众见多了，但警察、保安一起
“严防死守”的听证会确实没见过。 这种姿态
只会让公众产生负面联想，甚至会对听证结
果提出异议。 说得再远一点儿，这可能影响
今后当地召开类似听证会的效果和意义，影
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视角，听证会
制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途径。 人们
期待，通过听证会，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充
分代言和展现，各方都能坦诚相待，用事实
和数据说话， 而不是靠权力施压或者企业
哭穷。 相关组织者更应该端正对听证会的
态度和认识，听证会不是想开就开、想怎么
开就怎么开，而是有《价格法》、《立法法》等
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作为依据； 听证代表也
好、媒体也罢，都不是来挑刺儿的，而是共
同致力于相关决策的过程更公开透明，听
证的结果更科学、更让人信服。

在强调依法行政、 政府职能转变的当
下，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和部门都应该充分
理解听证会制度的善意和初衷， 也应该深
知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定位， 为其作
用的充分发挥“添柴”而不是“撤火”。

萤火虫之“恋”？
据《现代快报》报道，8月6日，一个题为“抵制金山湖萤

火虫展”的帖子在镇江网友之家引发热议，截至8日傍晚已
有近3万次的点击量。 记者向主办方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
团求证，对方回应称，所展示的萤火虫是外地一培育养殖
基地供应的，不会伤害萤火虫。

如果这些萤火虫都是被活生生捉来的，只为商家搞噱
头赚钱、游人观瞻一乐，未免有些残忍。 这种萤火虫展，不
少地方都举办过，每一次都会引发质疑，不管是养殖的还
是野生的。 其实，表达和象征爱情的信物可以有多种，为什
么有人偏偏要恋萤火虫？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用它来
说萤火虫可能有些小题大做，但道理是一样的。 自然界的
物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实在不应该为了自己
的私欲随意去增加或者

减少它们的数量， 打破
某种平衡。
□李法明/图 林琳/文

靠插广告挣钱是舍本逐末
□张贵峰

据8月9日《现代快报》报道，日前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上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提出“关于加强电视剧市场工作的几点建
议”， 其中包括，“要求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
告”等，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因为“电视媒体经营形势危殆，购剧经费
吃紧”，“二三线卫视和地面频道普遍出现经
营困难”，便建议“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
未必可取。

首先， 插播广告此前早已被广电总局明
确禁止，并且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支持。一
旦恢复， 不仅会损害广电总局要求应有的严
肃性，显得“朝令夕改”，而且会严重违背公众
期待。

其次，就电视剧市场存在的问题来看，恢
复插播广告也没有多大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
性。 “购剧经费吃紧、经营困难、收视率造假”
等问题，是没插播广告造成的吗？如何让电视
台购剧经费“不再吃紧”、“经营不再困难”，电
视台更应从自身节目的编排和质量上找原

因，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告上。
很明显，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固然能暂

时增加电视台的广告收入， 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建立在破坏 “剧情完整性和收视连贯性”基
础上的收入增加，未必可持续———因为出于对
插播广告的强烈反感，加之“网络和新媒体”提
供的更丰富选择，越来越多的观众势必会选择
放弃通过电视台观看电视剧。 此前，有报告显
示，一些地方的电视机开机率正在逐年下降。

从一般经营逻辑角度， 希望通过增加广
告收入缓解“经营困难”的逻辑，并没有太多

不合理。 但要想让这一逻辑真正形成良性循
环，其中的核心无疑在于，电视剧的质量、品
质是否足够高。如果电视剧品质足够高、对观
众具有充分吸引力，即便没有插播广告，每集
电视剧前后播放的广告， 仍能给电视台带来
丰厚收入；反之，若电视剧质量不高，甚至堪
称“烂剧”，那么即便允许插播广告，又能吸引
多少广告商？ 据报道，尽管我国每年1万多集
的电视剧产量已是世界第一，但“近一半没有
平台播放”亦是事实。

这种背景下， 电视剧制作部门不认真反
思“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只想走“插播广
告”的“捷径”，实在有些舍本逐末、诊不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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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族”隐患多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家住江苏南京

永阳镇的王大妈，因走路低头看手机，掉进了
小区门前的窨井里，右脚多处骨折。为此，她将
物业、维修师傅以及一名业主告上法庭。 经法
院判决，相比几名被告，王大妈自己担责最多。

如此结果多少有些让人惊讶，然而这也
恰恰证明：如果不增强自身安全意识，外界
的安保措施再怎么完善都等于零。 如今不少
人走路、乘车甚至吃饭都手机不离手，如此
不分场合地与手机过分亲密，有时是对他人
的不尊重，有时则容易引发卡绊、坠落等意
外，有时还可能被不法分子盯上。 “低头族”
们该醒醒了，别等搭上自身安全和性命才追
悔莫及。

健康证也能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北京市某体检

中心，居然有人出售健康证，不用检查，不用
抽血， 只要交200元就能办一本真的健康证。
拿着这本健康证到家政服务中心应聘保姆，
有的家政中心根本不要求出示， 有的则草草
看了一眼封面就顺利“放行”。

在餐饮、家政等特殊行业，办理健康证
已是基本规则， 然而健康证办理标准不规
范、渠道不统一，证件难以联网查询真伪等
问题一直存在， 客观上让一些人有机可乘，
这也为相关服务的安全卫生带来隐患。 相关
部门应当尽快着手细化健康证分类，增加验
证辨伪手段。

小学生学哲学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日，江苏扬州梅岭
小学西区校决定， 今年秋季开设哲学课，并
将其作为三至六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与语
文、数学同等地位。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有
人质疑，哲学晦涩难懂，儿童难以接受；也有
人认为，哲学有益，启迪心智应从娃娃抓起。

前些年，有人质疑小学生连汉语拼音都没
掌握好，学外语是否太早了，如今对小学开设
哲学课的争论也不乏各种“殷切”考量。在提倡
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当下，学什么、怎么学其
实并不该有一定之规，任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
展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都值得鼓励和尝试。只要
有科学合理的切入方式和引导手段，能让孩子
们遇事不再诉诸经验直觉， 而是多些理性思
考，学点哲学未尝不可。 □韩韫超

不朽的英雄番号不朽的英雄番号

刘老庄连：８２烈士书写悲壮抗战传奇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济南军区第５４集团军某红军师 “叶挺独
立团”装步２营４连副指导员李彩慧，来自江苏
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

李彩慧说，４连还有另一个著名的称谓：
刘老庄连。

“用一个村庄名为一个连队命名，在我军
历史上并不多见。”入伍来到用自己家乡命名
的英雄连队，让李彩慧感到十分荣耀。

荣耀的背后， 是８２烈士书写的悲壮抗战
传奇！

１９４３年３月，日军突然集中兵力对我淮海
地区展开大扫荡， 妄图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
海区党政领导机关。 新四军第３师第７旅第１９
团第４连奉命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部队和领导
机关安全转移。

此时， 敌我兵力对比悬殊： 日军１０００余
名，伪军６００余名，４连仅有指战员８２人。

众多的敌人， 并没吓倒这支从陕北红军
发展而来的英雄部队。 在苏北这样的平原水
网地带，４连唯一可用来打阻击的工事就是交
通沟。 这种被当地群众称为“抗日沟”的交通
沟，就是在地面上挖半人多深的沟道。

为了拖住敌人， 争取时间让领导机关和
群众安全转移，４连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
鹏经过商量，决心放弃突围，固守阻击敌人。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８日， 日伪军集中所有的山
炮、９２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４连阵地进
行毁灭性炮击。

是时，如果选择进驻刘老庄，以房屋院墙
等作掩护，据村固守，可更好地保存自己，也
可更大地杀伤敌人。但４连官兵考虑到庄内还
有不少群众没来得及撤离， 便毫不犹豫地把
阵地选在刘老庄附近一片开阔地带的 “抗日
沟”内。

在强敌面前，８２名将士浴血奋战，连续打
退日伪军５次进攻，毙伤日伪军３００余人。最终，
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群众转移了，兄弟部
队转移了，全连却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烈士们仍保持
着生前搏斗时的英姿：有的怒目圆睁，匍匐在
战壕里；有的紧握着弯曲了刺刀，弓着一条腿
斜靠在大树旁；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敌人的头
发；有的嘴里还狠狠地咬着敌人的耳朵……

战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八路军新四
军的英雄主义》 一文中写道：“淮北全连８２人
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英
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

四里八乡的乡亲们为８２位烈士举行了公
葬， 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１０多米高
的纪念碑，并送来８２名优秀子弟补入这个连。

４连在战后重新组建， 并被新四军第７旅
命名为“刘老庄连”。

如今的“刘老庄连”，传承８２烈士的精神
和血性， 成为驾驭我军新型轮式步战车的新
型步兵连， 在部队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

１９９８年长江抗洪、 国庆５０周年大阅兵、
“铁拳－２００４”演习、“和平使命－２００５”中俄联
合演习、２００８年汶川抗震救灾等一系列重大
活动中，都留下了“刘老庄连”新一代官兵的
闪亮身影。 （新华社郑州８月１０日电）

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上接第1版）六是明确入廊要求。已建设地下
综合管廊的区域， 该区域内的所有管线必须
入廊， 既有管线应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有序迁
移至地下综合管廊。七是实行有偿使用。入廊
管线单位应向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交
纳入廊费和日常维护费。 八是提高管理水平。
管廊建设运营单位与入廊管线单位要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和

应急管理等工作。九是加大政府投入。中央财
政要积极引导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资
金投入。十是完善融资支持。鼓励相关金融机
构积极加大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信贷支持
力度， 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列入专项金融债
支持范围， 支持符合条件的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运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和项目收益票据。

“老百姓就是他的生命之根！ ”
———追记青海省已故原副省长尕布龙

新华社记者 陈凯 庞书纬 孙铁翔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８日，一个降霜的秋日，一位
８５岁老人，在青海西宁静静地走完了一生。

老人去世近三年后， 青海当地媒体评选
“影响青海历史人物”， 原本不在候选人名单
中的他， 却在短短几周内受到数千群众联名
推荐，最终高票当选。 他，就是青海省原副省
长尕布龙。

树木参天，是因为根须深植大地；丰碑巍
峨，是因为立于人民心中。尕布龙已化作高原
人民心中永不磨灭的巍峨丰碑。

“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
“省城有个好乡亲 ，他就是副省长尕布

龙 ；他家是农牧民办事处 ，一天接待人无
数……”

这首传唱在百姓间的青海花儿， 歌颂的
是尕布龙家中的“牧民店”。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 尕布龙离开工作近２０
年的黄南藏族自治州， 来到省城西宁担任省
畜牧局局长。

“他特别关心牧区老百姓，老百姓也信任
他。到西宁之后，老百姓来看病经常在他家歇
脚，一来二去，他家就被人戏称‘牧民店’，不
仅一分钱不要，谁要是看病没钱，他还会出钱

帮忙。 ”时任尕布龙秘书的袁兆盛说。
１９７５年夏， 时年３５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晏县牧民才合力， 被诊断患上了肝包虫病，
必须尽快医治，她和丈夫连忙去西宁找尕布龙。

“我住院手术一个多礼拜，又在西宁休养
了三个月，都住在尕布龙大哥家。他家里每天
都有很多看病的牧民，黄南、海北、海南的都
有，甚至还有玉树、果洛的。 ”才合力说。

１９７９年，尕布龙担任青海省副省长，本应
搬进通水通电的省政府家属楼， 可尕布龙并
不情愿。 “省政府家属区进门要登记，他担心
老百姓找他不方便。 ”袁兆盛说。

１９８８年， 青海省政府办公区与住宅区分
开，尕布龙才答应搬家。

直到２００６年，由于尕布龙年事已高、肺心病
加重，“牧民店”告一段落。 据粗略估计，三十多
年来，住过“牧民店”的群众，不下六七千人次。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尕布龙出生于海北州海晏县
一个贫苦牧民家庭。 １９４９年９月家乡解放，他于
次年１月参加革命，１９５２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生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尕布龙深情
地写道：“我曾是个放羊娃，在党的培养下，当
上了副省级领导干部。我牢记党的宗旨，一生
从没忘记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心里
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 ”

“风气坏了是大事”
熟悉尕布龙人都说，他对自己、对家人、

对身边人，要求太严了。

尕布龙同村乡亲、 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
村原党支部书记尕巴回忆：“２００１年， 沃卡阿
吾（蒙古语：老大爷）尕布龙要去北京一趟，他
叫我去西宁帮他收拾行李。走进房间，我眼睛
湿润了：他总共只有两套外衣，一双七十年代
的老式皮鞋，衬衣领子、袖口补了好几回。 ”

尕布龙一生没有亲生儿女 ， 老伴花毛
１９６２年就因病致残，１９７９年下肢完全瘫痪。

尕布龙养女召果力告诉记者：“我母亲的所
有治疗费用，父亲一直都自掏腰包，不占公家便
宜。 为节省费用，从１９７９年在西宁做完手术，到
２００２年去世，母亲一直都是在海晏老家休养。 ”

如今， 召果力的户口依旧在老家海晏县
哈勒景乡永丰村， 养子尼玛才仁则是青海大
学一名普通职工。

１９９２年，小外孙女达什姐莉由于上小学，
来到尕布龙身边。原以为可以“享福”的她，第
一天就被外公当头泼了盆冷水。“晚上外公就
让我自己洗衬衣， 我特别不愿意， 当时就哭
了。 ”达什姐莉说。

然而，达什姐莉的“磨难”还不止这些。 小
学三年级开始，自家“牧民店”里晚上洗碗的任
务由她“包干”；从初中开始，每隔半个月，她还
要和母亲召果力一起清洗“牧民店”里的被褥。

“长期耳濡目染，我从小就明白，我是牧
区的孩子，不该在吃穿上和同学攀比。就凭自
己学习好、人缘好，就可以和大家愉快相处。”
达什姐莉说。

２００６年，达什姐莉大学毕业。在尕布龙一
再坚持下，她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省城西宁，
回到了家乡海晏县基层牧区工作， 如今已在
那里扎根，有了自己的家庭。

曾担任尕布龙司机的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干部杨杰回忆，尕布龙下乡，在哪里吃饭都要
付钱，而且总是付三份，算上司机和秘书。“尕
布龙同志经常教育我们，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
题。 如果人人吃饭不给钱，就会‘吃’坏风气，
风气坏了是大事。 ”

“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
千万马虎不得”

尕布龙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做什么事，不

做则已，要做就要动真格、见实效。“他生前多
次说，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千万马虎不
得。 ”杨杰说。

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０年末， 尕布龙曾在黄南
藏族自治州河南县担任领导职务。当时，河南
县境内的河曲草原是青海草原鼠害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 鼠害面积一度占全县可利用草场
一半以上。

在尕布龙指挥下， 旷日持久的 “灭鼠战
役”打响了。

据尕布龙当时的通讯员郭多回忆， 尕布
龙在河南县的十多年里，每到灭鼠时节，在草
原上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晚上就和牧民挤在
帐篷里，饲草装在袋子里当枕头，拿河里的水
拌点炒面，就是三餐。 ”

经过努力，河曲草原生态渐渐恢复。在尕
布龙影响下，河南县对灭鼠一直没有放松，上
世纪９０年代初， 这里成为我国北方第二个草
原无地面鼠害县。

１９９３年， 尕布龙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他给自己找了一份
新“工作”：义务植树。

“风吹沙飞无鸟影，下雨泥石落西宁”。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海省会西宁南北两山，树
木覆盖率仅为７.２％。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
沙俱下。

１９８９年， 青海省正式启动西宁南北山绿
化工程，尕布龙成为工程指挥部顾问，四年后
义务担任常务副总指挥。“老爷子常说，我们种
树，老百姓看在眼里、盼在心里，要干就必须干
好。 ”时任尕布龙通讯员的朱洪杰回忆道。

此后十年间，每到春夏时节，尕布龙总是早
上六七点上山，晚上八九点下山。 实在太晚了，
就在山上和民工一起休息。 “我是当兵出身，当
时才十八岁，身体都感觉吃不消。 ”朱洪杰说。

整整十年，尕布龙每年在山上的日子有近
３００天。从除夕到大年初三，尕布龙都会亲自上
山值班。 “每当万家团圆的时候，老爷子却一个
人守在林区，想起来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
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张奎说。

２００１年， 尕布龙荣获全国保护母亲河行
动领导小组颁发的首届“母亲河奖”。

尕布龙走了，却仿佛从未离开。
“牧民店”的故事，在百姓中传颂；河曲草

原曾经的“黑土滩”，如今绿草如茵；南北两山
纤细的树苗，早已亭亭如盖，郁郁葱葱。

“老百姓就是他的天， 老百姓就是他的
地，老百姓就是他的生命之根。 ”青海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干部、传记文学《尕布龙传》作者
德布·陈列奥赛说。

（据新华社西宁８月１０日电）

（上接第1版）
由于 “黑车”泛滥，由此引发的纠纷和投

诉也频繁发生。近日，有市民投诉反映兰州西
客站内“黑车”横行、漫天要价，在请求城运部
门查处的同时，还提出了多条建议。但这位市
民最后却得到了一条城运部门自我表扬的
“神回复”，回复通篇都是该部门查处“黑车”
的成绩单。 市民无奈之下， 只能致函当地媒
体，此事公开披露后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市民王伟在网络上评论认为， 执法部门
失去了市民的信任，由此导致了“黑车难治”

的恶性循环。
8月6日，记者在兰州市定西路附近采访，

谈起几天前发生的围堵城运执法车辆的事
件，有当时在现场的市民告诉记者，当晚的执
法并非没有瑕疵，“遇到执法人员后，‘黑车’
司机弃车而逃， 执法人员非要将乘客拉来拉
去问个究竟，如此执法只能激化矛盾。 ”

对此， 当地舆论认为，“黑车” 的大量出
现， 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
规出租车辆运力的不足，变堵为疏、加大正规
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黑车”的根本之策。

最美基层干部最美基层干部


